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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和文艺思
想，后现代主义虽然孕育于现代主
义文化、文艺之中，但却又是它的
反叛者和解构者。也可以说，后现
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走向极端之后
的一种变异形态，是对现代主义的
一种无奈的超越，其背后应该说蕴
藏着一定的思想内涵。

后现代主义对我国文化、文艺
的影响、冲击是客观存在的，它已
经使新世纪我国文学艺术在主旨
上显示出与此前的文学艺术的根
本差别：此前的文学艺术特征是
恢复、深化传统的现实主义精
神，主张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
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尤其
是在大众文艺领域，已经明显地
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典型
特征。如，从“美女作家”到

“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从
“第三代诗人”到“梨花体诗歌”，从
“青春文学”到“盗墓文学”、“玄幻
文学”，从《大话西游》到《水煮三
国》，从《唐僧传》到《悟空传》，从

《八戒日记》到《沙僧日记》，从《还
珠格格》到《武林外传》等等，就是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

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大众文艺文本。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当下社会解决问题的态

度，是一个从多维角度看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方
法。它以结构主义为源头和基础，以后结构主义
为主要理论，与现代主义文化共存。现代主义表
现为拒斥现代世界中日趋庸俗化、日趋理性化的
日常生活，而后现代主义却对社会现实采取承认
和接受的态度，即现代主义是文化与社会相对抗
的产物，而后现代主义是文化向社会妥协的产
物；后现代文化是包容的多元文化，其他文化为
其提供了解构的素材，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产生
出了新的现实意义，后现代主义文艺也有它自身
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视角。

第一，多元化。没有结构就没有解构，没有
解构就没有后现代。只知道后现代，而不知道现
代，只知道解构，而不知道结构，后现代就没有
了正确的对象，就会落入低级、庸俗、无知的境
地，成为无聊、庸俗的代名词。从传播学角度来
说，这是指传播者和受众都必需共有的语境。有
着共同的知识结构体系，才有可能对结构体系进
行解构，并且重新进行拼贴组合出新的意义。
如，2006 年初上映，现如今，各电视台重播率、
网络电视点击率仍然居高不下的具有后现代特征
的 80 集古装情景喜剧 《武林外传》，对一个具有
大学文化以上知识的受众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
该电视剧虽然借用了武侠片的外衣，但其中许多
言语都是现代文化的拼贴、戏仿，甚至还夹杂有
现代哲学的文本。或者说，后现代作品更加细分
受众，不同的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后结构作品，也
对应着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特定受众，最终的结
果就是差异化、多元化。因此，《武林外传》播出
后，有人发帖提出了“看懂《武林外传》的N个
条件”：通读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的大作；读
过四大名著；英语起码要过四级；至少知道一点莎
士比亚；爱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掌握吴宗宪的
说话风格；熟悉《幸运 52》《非常 6+1》等节目；对哲
学有所涉猎；熟悉所有国内电视台的广告；热爱动
漫；热爱《地雷战》《地道战》等老片，熟悉其台词；各
种晚会的路数都熟悉；精通流行音乐，从民歌到摇
滚，从《流浪者》到《双节棍》，尤其要精通Rap；深入
钻研过《大话西游》不少于100遍；《野蛮女友》的台
词耳熟能详；《超人》《六人行》都不惧，连《铁臂阿童
木》都看过；对传统相声的造诣，至少得到明白

“吃了吐”的地步；游戏水平不低；古文底子也得
有一点；《无极》没看过不要紧，《英雄》一定要
看；当然是网虫；读过王朔的书；知道“超级女
生”；祖国各地的方言懂得越多越好等。

第二，快乐原则 （非暴力、多元化、大众
化）。在后现代社会中，经济繁荣，思想观念解
放，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相对弱化，大部分人的当
下生存已经不成问题，追求创新发展成为急需。
这就需要年轻一代轻松地去面对，而不是老一代
的苦大仇深式的思考。大众文化提倡快乐原则，
提倡多元化，提倡大众参与，拒绝对抗，它让大
众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享受生活，放松身心，
于是，年轻一代开始以调侃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
大众文化生活。

第三，非现实的虚拟世界。在后现代社会
中，没有生存问题的人不希望被标准化和物质
化，经济独立的个体需要肯定自我的生存意义和
承认自我的价值，而虚拟世界为他们提供了最快捷
的和最有效的现实模拟平台，并且在模拟的同时也
把他们的价值观念传播开来。虚拟世界是对现实的
仿真模拟，它是由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世界，它本
身是不现实的，但却给人以虚拟的现实感，进而达
到影响现实世界的目的。互联网、电视、电影、报纸
都是符号化（包括文本、图像、声音等）的虚拟世界，
人们一般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传媒的权威性，同时因
为虚拟世界的假定性，也使他们进入一种游戏性的
思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能够平和地认
同多元化的观点。诸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每个人可
以塑造一个新的身份进入虚拟世界，可以没有时间
和空间限制地和全球人对话，信息的获得不再取决
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网络中每个人都是
独立平等的个体。

第四，消费的差异化。在后现代社会中，大众消
费物质商品的同时也是消费价值观念，具有共同价
值观念的商品对应着有共同价值观念的消费者，即
后现代社会要求商品差异化、细分化，没有特点、没
有创意的商品就不会有市场，这是思维多元化的物
质表现。就像建筑一样，如果全世界人都住在千篇
一律的玻璃和钢筋组成的房屋建筑中，现在谁还会
高兴呢？物质缺乏时期制定的统一的计划已经瓦
解，世界经济文化开始因为需求的差异化而开始变
化，一部电影全国人看一年，一场电视晚会10亿人
一起看的时代已经过去。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
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社会审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植根于市场经济沃土的大众文化、来
自官方的主导文化和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立发
展的格局，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
社会文化发展面貌，引发了多重社会文化效应和多
种不同的评价、议论，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
价值、效应及其发展问题。从实质上说，大众文化是
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并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一种市民文化，一方面它与共时态的官方主导文
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相互区别、相互对应，另一方
面它又与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
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一定的联系。因此，局限在
以往人们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格局三
足鼎立的一般解释是不足以深入地说明当下我国
的思想文化环境特色的。事实上，这三种文化形态
既不是条块分割的，也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每
一种文化形态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多种文化主张与
文化立场的渗透、衍化与冲突。可以说，我国后现代
主义赖以存在的语境正是与上述三种文化，尤其是
与大众文化的发展环境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后现代主
义语境与我国大众文艺的发展环
境存在很多的共同之处，我国大众
文艺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有
后现代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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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文化创造精神的文学研究
□李徽昭

书书 评评

灾难文学太少
看了2月2日“理论与争鸣”版署名张鸿声、

何可人的文章《文学在灾难之后何为》，叫好之
余，个人也有几点浅见。对文章最后的结论“真
正的文学应该透过灾难的外壳，探入其中的人
性深渊，寻找人类的自助与自救之路”，我认为
不尽全面，值得商榷。作为一名来自灾区的幸存
者，我认为，面对灾难，文学的“自助”、“自救”功
能并不是主要的，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恐
怕是人性的自省和反思。汶川地震后，我读了大
量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
基本的感受是，作家们的思维空间过多地被大
量的死亡、坍塌、流血景象所笼罩，继而又把关
注点集中在了抗震救灾的精神层面上，从而出
现了情感写作多，而情怀写作少；感性写作多，
而理性写作少的单一局面。灾难其实是一面多
棱镜，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灾难那样折射出
人类复杂的灵魂，灾难中不光有真、善、美需要
讴歌，而且还有大量的假、恶、丑需要鞭挞。仅举
一例，屡见不鲜的截留、贪污救灾物资，又是怎
样的人间灾难？这种灾难不仅仅是地震灾难的
派生品，更是人性灾难的本质，它对人类的戕害
远远高于自然灾害。在灾区，我们看到大爱与悲
情的同时，也看惯了太多太多人性的自私和丑

陋。这一切，我们很少从铺天盖地的诗歌中看
到，而那些千篇一律的报告文学里，关于人性的
多重揭示，则平面化得不忍卒读。灾难文学，只
有以自省和反思为前提，我们才能有效地做到
自助和自救。无论自省、反思还是自助、自救，心
灵的救赎远远比肉体的救死扶伤任重道远。汶
川地震以后，我们看到的较有价值的地震题材
的小说，如天津作家秦岭的《透明的废墟》、刘宏
伟的《大断裂》，“这是两部思考人类灾难的力
作，使我们看到了虚构文本反映人类灾难的可
能、难度和高度。”（葛红兵、许道军著《介入，深
入，反思》，见《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我拜
读过这两部小说，的确视角不俗，可叹太少。

董运江（四川）

李白杜甫当时不入流
学者江晓原通过对唐人选编的八种唐诗集

和清人选编的《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的统
计，得出结论：李白、杜甫的诗在唐代是不入流
的，而到清代才被推崇。李、杜的年代分别是
701-762 年和 712-770 年。744 年编选的《国秀
集》，收诗220首，李、杜无一首入选。753年编选
的《河岳英灵集》，收诗 229 首，李只有 13 首入
选。755-965年编选的六部唐诗集，只有两种选

了李、杜的诗。收诗297首的《又
玄集》只选了李诗 4 首，杜诗 7
首；收诗 1000 首的《才调集》仅
选了李诗 28 首。唐宪宗下令编
选的当代名家诗选《御览诗》

（806-817 年）共收诗 286 首，入
选最多的两人是卢纶（32首）和
李益（36首）。两人各占比例均是十几分之一。李
白、杜甫无一首入选。到了清人的《唐诗别裁集》

（收诗 1928首）和《唐诗三百首》，卢纶只分别入
选 15 首（百分之一都不到）和 6 首，李益只分别
入选 18 首和 3 首。而李白分别入选 140 首和 26
首，杜甫分别入选205首和33首。在今天的文学
史上，李益、卢纶都已沦为二三流诗人，有些文
学史中连卢纶的名字都找不到了。联想到当今
充满拜金主义的浮躁的文坛，不知有多少畅销
书百年后会沦为垃圾，多少大腕作家会沦为末
流。大浪淘沙，文学史也不仅是当代人的文学
史。只有经过历史沉淀和过滤之后的才能成为
经典。现在被一些“唯权唯钱”的评论家们炒作
的所谓经典很可能靠不住。

邹士方（北京）

事实上，学院与文学的关系已
经构成一种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当代
人文现象。新世纪以来，作家进入高
校的多种方式以及学院文学研究的
庞大规模，接续了现代传统且发生
了新的变化，并相当程度上因应了
学术研究及文化全球化趋势。但一
个问题是，这些研究是否建构了研
究者和中国文学的文化主体性，尤
其是与 20 世纪社会文化现代化息
息相关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否具有
了本土性、主体性的文化视野。

李继凯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
的文化创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下面略为《创造》）
便较为充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该
著以文化创造为关键词，串联起新
文化语境、社团流派、文学大师、个
体文学、世界化、民族化、文学批评、
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及其学
科构建等涉及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诸多方面，对20世纪文学的文化创
造给予了相当深刻、详尽、全面的阐
释。该著内、外部研究结合，对文学
文化创造的诸多方面做了耐心细致
的发掘。比如对现当代文学教育与
学科建构等文学研究者较少思考的
问题也作了独到的解读。该著对关
涉文学的各方面条分缕析，呈现和
梳理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文化创
造的自觉贡献，有效解读了20世纪
文学与文化应有的关联。可以说，该
著的“庞大”与“复杂”都为了指向文
化创造的核心，从而凸显20世纪中
国文学与研究者的文化主体意识。
可以说，《创造》的出发点和指归都
是文学文化创造形成的中国文化主
体性主题，其中最具评价和激励意

味的，则是对现代文化创造精神的
弘扬。

从研究视角看，《创造》也独具
特色。该著既有宏观语境研究（如对
五四新文化语境及新文学的文化母
题阐述），也有个别解读（如对鲁迅、
张爱玲的解读，对《边城》与《围城》
的比较）；既关注世界化、民族化问
题，也关注民间文化、地域文化问
题。该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涉及文
化的各方面乃至于角落都做了详尽
阐释。跨界、融通、介入，多种方法综
合应用，与20世纪中国文学有关的
各个层面在综合化、全方位的考察
中显露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主体意
义。这也是该著最大亮点，显示出了
相当宽广的文化视野。实际上，如果
对该书主笔李继凯投身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近 30 年的学术成果作一
浏览，不难发现，其学术著作及论文
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他的研究不仅
贯穿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也指探
到与现当代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近
代文学；不仅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
深度阐释，也对文学大家做出深刻
的比较研究；不仅关注文学、文学教
育，也关注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地域
文化、书法文化。这种研究，笔者认
为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倡导的
大文化视野。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 20 世纪中
国社会、历史、思想、政治发展的重
要载体，具有对现实的及时因应性。
而文学、社会、历史、思想、政治说到
底都是文化，20 世纪中国文学更
是众多复杂关系在大文化视野中互
动磨合的结果。如何在研究中呈现
文学所载之物及其与现实和未来盘

根错节的关系，需要研究者具有宏
阔的文化视野。多年来，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者多乐于单向度介入研究
对象。尽管也有部分学者号召或实
践着跨学科的研究，但其所持守的
仍是单一的文学本位，于是，不少的
现当代文学研究极易被研究对象所
裹挟，被文学本位所缠绕。由此来
看，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仍需要具
有整体观的文化视野。整体观的文
化视野包含着研究者对社会文化过
去与现实境况的深刻认知，进而从
这一视野中获得属于文学文化本位
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空间。在这样的
学术空间中，较好地实现文学与社
会、文化的良性互动，重新赋予文学
的文化思想信号，也是现当代文学
研究学院体制打破自己视野局限的
积极努力。对研究主体而言，现当代
文学研究整体观的文化视野要求研
究者必须具有较为宏阔的胸襟与气
度，要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有深
刻的感受与体悟，也要能够承受开
拓大文化视野的一种艰辛与“寂
寞”。

《创造》着眼文化创造问题，开
拓了从文化创造角度研究文学，也
或是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化创造的新
的学术空间。在《创造》中，文学已经
融入到文化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
文学社团、文学大师，还是文学批
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它
们都是文化的产物，是20世纪的一
个文化共同体。该著通过对文学文
化创造独具匠心的学术建构，彰显
了文学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本位，以
及文学、文化主体姿态与社会文化
的某种内在关联与互动。也可以说，

这里暗含另一个潜在的逻辑，那就
是，文化创造反过来也是建构中国
文学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一维：“人
们的文化主张固然可以不同，但对

‘文化创造’的期待与追求才是最根
本、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新
型的也是真正具有现代性或兼容性
的‘文化创造’恰是 20 世纪中国志
士仁人共同的美好愿望”。在当下民
族文化复兴背景下，李继凯的这一
主张更显其价值。纵观 20 世纪，中
国文化一直在自我犹疑中发展。百
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信心多次出现
危机，对自身文化审视多少带上某
些哀怨的悲凉气息。五四时期，尽管
也有新人文主义者试图调适磨合中
西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信心，但民
族危机形成的难以自信的文化心态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了中国
文学与文化盲目追随西方倾向的持
续延展。

作为一个善创造、敢创造、能创
造的民族，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因是
无法改变的。只不过，有时候，这一
创造基因隐匿存在着，20世纪中国
文学的发展就是这一判断的证明。

《创造》为我们证明并揭示了 20 世
纪中国文学创造的文化实践。正如
该著指出的，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
社团与流派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生长
出具有民族文化新质的文学思想，
他们为现代文学贡献了融贯中西并
充分本土化的文学体裁、题材与表
现手法。同时，该著又以独具特色的
创造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证明了
文学社团切实可见的文化创造活
动。总体上，《创造》多层面地对文化
创造的事实与逻辑关联进行了详尽
而深入的解读，其阐释紧扣创造，又
不拘泥于创造，将中华民族集体潜
意识中的创造情结与文学实践呈现
了出来，不仅对弘扬文化创造精神
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那些迹近民
族虚无主义的各种论调也给予了有
力的回应。

面对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神圣的理想之
光渐趋黯淡的文学现状，人们大声疾呼理想的回
归与重建。理想这个词汇聚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诸
多矛盾。处在当今不同体制、不同行业、不同阶层
的人，理想各有不同，甚至尖锐对立。这是我们讨
论文学理想问题时应当正视的复杂语境。

进人新时期,在一个陌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应怎样生活？如何面对理想的悄然转型？这是每个
中国人的难题，又是每个中国作家的新课题。一边
是对崇高的敬仰，一边是对愚昧的鄙弃，这使我们
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中。既有的生
活信念崩颓,新的人生理想尚未建立,此时此地,每
个中国人都在体味着“烦恼人生”。

池莉发表于 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写了一个普通工人的“这一天”,突出了个体意识
的觉醒。她笔下的印家厚过着清苦而贫寒、单调又
乏味的生活,充满着一系列的“个人问题”。《烦恼
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烦恼都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
相关连。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印家厚意识到自己个
体的感性生存价值,并执著地向往和追求，才生出
无穷无尽的烦恼。否则,他就能安然地像“文革”时
期的“单面人”那样:“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
不累,问问革命老前辈”后,一切都烟消云散。漠视
人的“个人问题”,忽略人的物质利益与感性存在,
最终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不能不指向
笼罩在“个人问题”上的“左”的迷雾。印家厚的烦
恼有着符合历史进步的合情合理性,已不是一种
纯粹个人的烦恼,那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不仅
有着东方人物质生活困苦的烦恼,还有着西方人
特有的渴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苦闷。面对物
质困苦,他不能用昔日田园牧歌般的“穷快活”来
自慰,用虚幻的理想主义来解脱,改革开放毕竟拓
展了他的眼界和心胸。朦胧的个性意识不仅使他
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物质生活,而且还使之萌生
了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渴求,这后者由于缺乏必
要的物质条件,反而成了沉重的精神负累。他清醒
地审视自身的处境,然而越是清醒则越是烦恼,就
像在手术台上,麻醉药失效后的清醒使心灵的苦
痛陡然增强一样。印家厚面对觉醒了的个性意识
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西方人
在几百年中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似乎在
一个早上都涌到了印家厚面前。小说并没有提供
人在今天应怎样生活的确定答案，惟一确定的是
人对个体生存空间的追求。中年工人印家厚为自

己担负的种种“社会角色”压
得透不过气来,诸如工人、师
傅、丈夫、父亲、女婿、邻居、
拆迁户……这是一个庞大的
责任和义务的社会生存空
间,那纯粹属于他自己的空
间,即权利和享受的个人生
存空间分外狭小。两重生存空间的冲突构成了印
家厚人生的主要内容。他并不企图用后者取代前
者,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放弃一个中年人的责
任和义务,他只是渴望着人的两重生存空间大致
平衡,从而获得个性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是当今中
国人相当普遍的现代心声，从中亦可窥见新理想
主义的雏形，那就是对个人、个性、个体的感性生
命存在的尊重。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
进，中国人的个性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
期。西方文明的涌入，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勃兴，为
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旧理想主义渐行
渐远，个人发家致富的世俗理想旗帜到处飘扬。这
种世俗理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的个性的
觉醒，总是伴随着个体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高
扬。在整体中只有先激活个体，才能逐渐使僵化的
整体恢复活力与生机，从而加速社会进步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效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经过一些年的积累，其负面效应也在滋长，
其中隐藏着的否定性因素也不能忽视。伴随着社
会上某些人的物欲膨胀，出现了一人得利、大家遭
殃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与之呼应的是欲望写作
的兴起。“搞笑”作为诗意贫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
物欲、肉欲的泛滥，将“个人化写作”极端化变成了

“猿人化”。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却越来越多
地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需求。政治人变成了经
济人，两者都是文学的独立个性的丧失，都是人的
独立人格的丧失。在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
自由、个体价值面临重新丧失的可能，从而远离我
们向往的理想。这就必然会将新的否定提上历史
行程。

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仅有现实关怀的
世俗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着眼于终极关怀
的神圣理想。神圣理想以崇高为其主要特征，追求
道德上的大善与人类诗意的安居。世俗理想只反
映了人的较低级状态的属性，只有神圣理想才揭
示了人的高级本质属性。从人的存在来看，有三个

层面，一是自然存在，二是社会存在，三是精神存
在，反映了人的不同级别的本质属性。人如果不仅
要活着就好，还要很好地活着，就必须在追求物质
生活的满足的同时，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仅有世
俗理想，人是无法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只能造
就残缺的人。因此，我们说世俗理想只是新旧理想
转型期间的某种过渡。

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新旧理想转型的烦恼和
阵痛，还有世俗理想与神圣理想冲突不断加剧带
来的迷惘。面对日益物化的现实，人们的质疑不
断。从“文化关怀”的讨论，到“红色经典”的复活；
从“底层写作”的兴起到新左翼文学的活跃，从抵
制“三俗”到呼唤公平正义等，显现出重新评估旧
理想主义中的英雄情结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趋向。
这也启示我们：新理想主义的重建是对旧理想主
义的辩证否定而不是简单的否定。简单的否定总
是摆脱不了肤浅的片面性，倒洗澡水时总是将小
孩子连同脏水一齐倒掉。旧理想主义中固然有其
荒谬的丧失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亲和力的一面，
但它所体现的英雄情结、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是那
一时代的表征，同时也是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值
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这是不应忽略的另一
面。我们还要警惕：试图用往昔的“革命”理想矫正
当今理想失落的现实时，不要将倒掉的脏水又连
同小孩子一道捡回，重蹈覆辙。我们应对人的世俗
理想与神圣理想进行辩证综合，以改变两者在旧
理想主义中的分离和对抗的状态，使其在螺旋式
发展的更高历史阶梯上达到统一。这样的思路不
仅适合于探讨文学的理想，而且，也适合于探讨理
想的文学。

以审美的方式传达文学理想是对理想的文学
的基本要求。新时期以来，我们对理想的文学的探
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学日益摆脱单纯为政
治服务的僵化模式，回归文学自身和审美自律。纵
观人类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人类对理想的文学
的探索中，入乎侧重审美自律的“内”与出乎侧重
社会历史他律的“外”的矛盾运动是生生不息、历

久常新的。在文学的理想与
理想的文学问題上，个体与
整体、感性与理性、世俗与
神圣、“内”与“外”、艺术使
命与社会使命、个人叙事与
宏大叙事等诸多二元对立
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从

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内
容。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辩证综合。与辩证综合对
立的误区是：一、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
系，把其中的一元片面化、绝对化。二、用物理性质
机械拼凑代替化学性质的溶合，造成两者虚假的
综合统一。辩证综合的道理是知易行难的，而知行
合一需要过程。实际上，近年来热闹的文学争论
中，由于思维与实践的惯性，往往导致简单的肯定
或否定反复发作和折腾，走不出从一种片面到另
一种片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怪圈，最终
殊途同归，不能完成从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
根本转变，始终远离理想的文学。

理想总是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但又离不开
现实。有实践价值的理想总是有着深厚的现实根
基。新理想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是意想天开从天上
掉下的吗？不是。是某些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
是。一方面它要汲取人类积累的关于理想的丰富
资源，包括对旧理想主义的辩证整合，更重要的是
另一方面它要植根于现实的问题意识中。离开了
现实的问题意识的理想，极易滑入凌空蹈虚的幻
境，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强加于人。

现实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问题的世界，
所以才可能需要一个理想的世界。而“问题”就是
我们向往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问
题，可以明朗理想的大致方向；解决问题，可以缩
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作家的文学理想是建
立在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关注和审美剖析上，是从
作家的问题意识中产生的。而作家最大的问题就
是：不仅要再现人怎样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人
应该怎样生活。“文学是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总
是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描绘人对理想的追求，
并将这种追求寄寓在时代新人身上，从而获得建
构人的心灵的能量。

在绚烂多彩的新时期文学的人物
画廊上，不断有新的人物亮相。从国民
性改造到新人性的探索，作家们辛勤
耕耘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断将陈

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的前进运动是令人欣慰
的,但是,对于人对理想的不可遏制的追求来说,缺
憾感也是深重的。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或许有着
与新人的某种联系，在对他们“活法”的否定的理
解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对新人的肯定的理解，但更
多的还是与朝霞相似的夕阳的余晖，不过是描绘
出一个现代新人朦胧的童话。对于整个新时期文
学来说，新人仍是一个难解的谜。这是因为中国人
寻找在今天应该怎样生活的答案正方兴未艾，客
观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人形象，在今天
像一个遥远的梦。虽然，他们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对
人的“单面化”扭曲的印记，其个体意识的失落是
不足取的，但如前所述，那种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
值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
神的心理形式，难道再不会唤起人们留恋和激
动、不具备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不应该在更高
的历史阶梯上再现出来吗？回答是否定的。我认
为，这个更高的历史阶梯就是个体的创造力、竞
争力的充分涌流。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
论和实践的辩证整合，我们也许会看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新人的某些重要特征；自
觉的个性意识在它的成熟发展阶段，会同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不再混同于早期贪婪的
利己主义，从而创造出真正强健的个体。同时，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旦和自觉的个性意识结合，
也将摒弃僵死、单一、虚幻的集体主义对个性的
压抑，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长期以
来，我们习惯于通过对个体的贬损来强化整体，
其结果是整体的活力逐步销蚀。要使整体强健，
必先个体强健。历史的颠倒，需要这样重新颠倒
过来。那时，无数强健的自觉的个体组成的整
体，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重新焕发灿烂的理想
之光。展望未来，经过理想的重建，中国新理想
主义的文学将会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变革实
践中应运而生，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前社会
主义的否定形态，以未来的不断发展的新人性的
肯定形态，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宝库中的新宝
藏，谱写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传达慰藉人
类心灵的绵绵福音。


